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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自敦煌本《坛经》和其他禅籍发现以来，中外学者围绕着《坛经》作了许多研究，并就一些问题展开了非
常激烈的争论。但许多问题至今尚未得定论，仍需继续研究。本文依现有资料对《坛经》的形成与版本之流变作了论述，
对各本《坛经》之间的关系作了探讨，对围绕《坛经》的若干争论问题作了评析，并对《坛经》与禅宗研究的关系发表了
看法。 
         关键词：《坛经》 惠能南宗   

本世纪以来，随着敦煌本《坛经》和其他禅籍的发现，中外学者围绕着《坛经》作了许多研究，并就一些问题展开了非常
激烈的争论。《坛经》的作者究竟是谁？《坛经》与惠能思想的关系如何？《坛经》是如何形成并流传的？在《坛经》的
流传过程中，其版本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现存不同版本的《坛经》之间相互关系又怎样？。这些问题曾引
起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和讨论，甚至形成了所谓的“一代学术公案”[1]  。时至今日，中外有关《坛经》的研究成果仍然层
出不穷。为了更好地全面把握惠能和禅宗的思想，本文拟对上述有关问题略作讨论，并对围绕《坛经》的若干争论问题略
加评析，借以表明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从现存《坛经》看它的形成与版本之流变 

据禅史记载，惠能在黄梅得法后回到南方，曾住持曹溪宝林寺，后应韶州刺史韦璩等人的邀请，到韶州大梵寺说法。《坛
经》即是其门人将说法的内容记录下来，经汇集整理而编成。   

现存各本《坛经》大致都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惠能自述生平，二是惠能开法授戒说般若禅，三是惠能与弟子的问
答等。前两个部分的内容大体上是惠能在大梵寺开法的实录，各本《坛经》的出入并不是很大，基本上反映了惠能出身贫
苦、黄梅得法、南归传禅的生平事迹以及以空融有、直了心性、顿悟成佛的禅学思想和禅法特色。第三部分，即惠能平时
与弟子的问答及临终付嘱等，后出的本子在内容上增加了不少，但考之于禅宗史传中有关惠能弟子的记载，这部分内容基
本上也是可信的。   

惠能去世后，他的弟子神会北上为南宗争法统，使惠能禅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坛经》也随之而流布到中国广大地区。
由于惠能弟子众多，在大梵寺听惠能说法者也不少，平时能得到惠能开示的更不在少数，因此，《坛经》形成后，众多的
弟子对其各有修订补充当是很自然的事。随着惠能的名声鹊起，南宗门下各禅系在修订补充《坛经》的过程中，进一步抬
高惠能或加入有利于自己一系的东西，这也在情理之中。而古时的印刷业不发达，经书的流传往往靠心记手抄，这就难免
出现笔误。因此，《坛经》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不断传抄、修订和补充，便逐渐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 

在诸多的《坛经》本子中，最为流行的是经元代僧人宗宝改编的本子，它几乎成为明代以后唯一的流通本。但本世纪初敦
煌本《坛经》发现以来，人们认识到了不同版本的《坛经》对全面了解惠能及其所创南宗的重要意义，因而对搜寻《坛
经》本子的兴趣陡增，在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先后又有一些新的《坛经》本子被发现。例如在日本有大乘寺本、
金山天宁寺本和真福寺本等，在中国，八十年代重新发现的一个收藏于敦煌博物馆的敦煌本《坛经》的新抄本[2]  ，也引
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3]  直至１９９７年４月，仍从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书中鉴定出了一件《坛经》的残片，
这同样引起了中日学者的很大兴趣。   

综观现今存世的《坛经》本子，真可谓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日本学者石井修道的“六祖坛经异本系统图”列出了
《坛经》的十四种不同的版本  [4]。宇井伯寿在他的《禅宗史研究》一书中则列出了《坛经》近二十种。而中国学者杨曾
文在其介绍敦博本《坛经》的文章后面表列的《坛经》本子更是多达近三十种  [5]  。日本学者柳田圣山主编的《六祖坛经
诸本集成》一书[6]  ，收集了流传于中日两国的十一个不同的《坛经》本，在目前来说，是较为完备的一种。而日本驹泽
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著的《慧能研究》中发表的敦煌本、大乘寺本、兴圣寺本、德异本和宗宝本五本对照的《坛经》
[7]  ，则体现了对《坛经》研究的新成果。   

虽然现存的《坛经》本子很多，但许多只是版本不同而已，内容上并无太大的差异。郭朋先生曾指出：“真正独立的《坛
经》本子，仍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这四种本子；其余的，都不过是这四种本子中的一些不
同的翻刻本或传抄本而已。”[8]日本学者田中良昭也曾认为：“目前，《坛经》的版本系统，依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所
刊行之《慧能研究》，约可分为五种：（一）敦煌本，（二）惠昕本，（三）契嵩本，（四）承继敦煌本系古本与契嵩本
而再编的德异本，（五）主要承接契嵩本而再编的宗宝本。”[9]   



而根据我们的研究，现存《坛经》真正有代表性的其实只有敦煌本、惠昕本和契嵩本三种，因为德异本和宗宝本实际上都
是属于契嵩本系统的。但由于宗宝本是明代以来的通行本，所以本文在分析介绍中，仍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本子。下面我
们就按时间的先后分别对这四个《坛经》本子作一简单的分析，以略示《坛经》版本流变的大致脉络。   

现存最早的《坛经》本子即本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本，全一卷，不分品目。约为７８０年的写本，其全称为《南宗顿教最上
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后面注明是由“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因而也
被称为“法海集本”。一般认为它是“今日能够见到的最早写本，但不一定是最早的流行本”[10]  。这个比较接近《坛
经》原本的本子，由日本佛教学者矢吹庆辉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从伦敦大英博物馆藏的敦煌卷子中（Ｓ５４７５）发现后影
印公布，并经过校订而收入了《大正藏》第４８卷。后铃木大拙和公田连太郎又参照兴圣寺藏惠昕本对此作了校订，并将
其分五十七节，后被收入了《普慧大藏经》。此后，敦煌本便成为人们研究《坛经》常用的本子。   

除此之外，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坛经》本子，同属敦煌本的还有北京图书馆藏有字７９号残片（新编号为“北敦８９
５８号）、冈字４８号写本、敦煌博物馆藏０７７号写本和曾藏于旅顺博物馆、现下落不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现藏有
此本首尾两叶的照片）的写本等四个本子，它们的抄写年代大致是在盛唐至五代之间。[11]   

由于敦煌本与元代以来一直通行的宗宝本，从内容至形式都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引起了人们对《坛经》研究的重视，学者
通过对不同版本的比较，“普遍认识到《坛经》在历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形成演变的过程，是禅宗历史发展的
反映。”[12]。现存的《坛经》文本“带着很浓厚的派别色彩，不可不注意分析”[13]。那么，《坛经》在历史上是如何流
传与演变的呢？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现存最早的敦煌本《坛经》距惠能去世也已有近七十年的时间。在敦煌本之前，《坛经》就曾有过被
人“改换”的历史。《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载《南阳慧忠国师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吾比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
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
吾宗丧矣！”慧忠（？～７７５）作为惠能的弟子[14]，曾长期在北方生活，因而也受到了北宗禅的影响，比较注重对经
律论的研习，并因此而对南方禅者传道不重视经典的随意说法提出过批评，当他看到经“南方宗旨”改换过《坛经》，马
上表示了不满。   

如果这记载属实，那么从慧忠的批评可知，在慧忠生前，也就是在惠能以后的五、六十年中间，至少已经有了两个《坛
经》本子在流传：一个是慧忠早年见过的本子，另一个就是经“南方宗旨”改换过的本子。关于前者，现在难以确知其详
情，有可能就是早期流传的《坛经》原本。[15]  而后一个本子，情况则比较复杂。因为在历史上，神会或神会门下也曾改
换过《坛经》。那么，神会门下所传的本子是否就是“南方宗旨”本呢？有人认为，“这个南方本子，当属大树‘南方宗
旨’的荷泽禅系所造，也就是今天敦煌本的原型”[16]  。我们认为这还可以再讨论。从慧忠与南方来的禅客的问答中可以
了解到，所谓“南方宗旨”是以见闻觉知为佛性的，佛性亦称神性，是离却墙壁瓦石等无情之物而永恒不灭的。“身是无
常，其性常也”，“此身即有生灭，心性无始以来未曾生灭”。抛弃无常之身心，使“灵台智性，迥然而去，名为解脱”
[17]  。就“南方宗旨”张扬的“无情无佛性”思想而言，与神会“佛性遍一切有情，不遍一切无情”的思想是一致的，这
种思想在现存的敦煌本《坛经》中也可以见到。[18]  而《神会语录》中关于佛性无受、“身是妄身”、“梦中被打，为睡
身不觉知”[19]  等思想与身性为二、性知痛痒的“南方宗旨”也是相通的，它们都有将身性分别说的倾向。但就“南方宗
旨”以佛性为常、以不灭的灵觉之性离无常之身而为解脱的思想而言，却与神会所主张的佛性“不有不无”、“性不离
妄”[20]  等是有差异的。而现存敦煌本《坛经》中虽有法身色身相异的思想[21]  ，却并没有离却身心为解脱的思想，相
反，它强调的是应该“见自色身中三身佛”[22]  ，于自色身归依三身佛，这显然与神会思想相近而与“南方宗旨”不合。
因此，以“南方宗旨”对《坛经》的改换与神会门下对《坛经》的增删可能并不完全是一回事。那么慧忠所见的“南方宗
旨”本是否就是神会门下据以改编的本子呢？就现有资料看，有这种可能，但不能下最后定论。[23]   

一般认为，现存的敦煌本《坛经》是法海记录并经神会系整理补充过的本子。关于神会系对《坛经》作了一定的增删后将
其作为传宗的凭信或依据，这在史籍中也是早有记载的。卒于８２８年的韦处厚在为马祖道一的弟子大义禅师所作的《兴
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中曾述及当时禅宗的四派，在提到神会系时说：“洛者曰会，得总持之印，独曜莹
珠，习徒迷真，橘枳变体，竟成《坛经》传宗，优劣详矣。”[24]胡适曾据此提出过《坛经》是神会所作或至少其中的重
要部分是神会所作的观点。其实，这里神会门下“竟成《坛经》传宗”的说法，并不是“明说《坛经》是神会门下的习徒
所作”[25]，而是指神会系利用《坛经》作为传宗付法的依承。这从现存敦煌本《坛经》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如其中多次
提到，“已后传法，递相教授一卷《坛经》，不失本宗。不禀授《坛经》，非我宗旨。”[26]"无《坛经》禀承，非南宗弟
子也。”[27]这都表明神会一系是以《坛经》来取代达摩袈裟作为传法依据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也可以从当时的历史
背景中找到原因。神会在滑台大会上为南宗争正统的主要武器之一就是强调“从上相传，一一皆与达摩袈裟为信”[28]。
但他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其袈裟今见在韶州”而不在自己身边。惠能的同门智诜的门下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宣称袈裟在他
们那儿，以示他们为正统[29]。神会没有惠能的“信衣”，如何证明自己是正宗呢？为了给自己寻找新的传承根据，抬出
《坛经》以取代袈裟就是很有必要的了。神会一系在“竟成《坛经》传宗”以后，在《坛经》中添加些传宗的内容，并抬
高神会，这是很自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坛经》的基本内容。从现存敦煌本《坛经》的一些记载来看，许
多都与神会的思想和神会门下的传说并不一致。对照《神会语录》等，其在思想义趣与风格上也有一定的差异。[30]敦煌
本《坛经》所记载的惠能十大弟子，以法海为首，以神会为末，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坛经》最初是由法海集记的可信
性。日本学者伊吹敦最近根据敦煌本中的传授系统跟神会的系统没有任何关系，也对敦煌本《坛经》是神会弟子之间传授
秘本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敦煌本原本的成立与神会或他的弟子并没有关系，是神会的弟子为确立神会的权威而对所得



到的《坛经》原本作了“加写改编”，从而形成了今日所谓的“敦煌本”。[31]   

现存的另一个《坛经》本子是惠昕改编于晚唐或宋初的本子[32]，故一般称惠昕本，共二卷十一门。胡适称其为“是人间
第二最古的《坛经》”[33]。由于它最早是在日本京都崛川兴圣寺发现的，因此又称兴圣寺本。日本大乘寺本、真福寺本
和金山天宁寺本等都是它的异抄本。[34]兴圣寺的惠昕本题为《六祖坛经》，前有“依真小师邑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
昕述”的署名之序，序后又有“绍兴二十三年（１１５３）六月二十日右奉议郎权通判蕲州军州事晁子健谨记”的再刊
记。胡适在考证后认为，“可断定惠昕改定二卷十一门是乾德丁卯的事（９６７）。此本的祖本是十世纪的写本，距离那
敦煌写本应该不很远了”[35]。由于从再刊记中可知，晁子健１１５３年的蕲州刻本所依据的写本为北宋天圣九年（１０
３１）晁迥题字的本子，因而胡适又根据成书于绍兴二十一年（１１５１）前的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马端临《文
献通考·经籍考》中关于惠昕本《坛经》三卷的记载，推论出在蕲州刻的惠昕二卷十一门本之前，可能早已有一部三卷十六
门的惠昕本在社会上流通了。他说：“在１０３１年到１１５１年，在这一百二十年之间，惠昕的二卷十一门《坛经》，
已被人改换过了，已改成三卷十六门了。那部三卷十六门的惠昕本，我们没见过，不能下确定的推论。但我们可以推测那
个本子也许是北宋至和三年（１０５６）契嵩和尚的改本。……他改定之后，仍用惠昕之名。”[36]胡适此说，可供参
考。   

但杨曾文近年根据真福寺本《坛经》及其后面周希古写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１０１２）的后叙而提出，“据此可以证明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衢州本及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转录的说惠昕本《坛经》有三卷十三（六？）门是错的。因周
希古为刊行《坛经》写后序的时间早于《郡斋读书志》（１１５１年自序）问世的时间。……此本《坛经》的原本，比晁
子健所据以刻印的写本（天圣九年，公元１０３１）还早，上距惠昕改定《坛经》才四十五年，可以说更接近惠昕的原
本。”[37]  其实杨曾文这里并没有能证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及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关于惠昕本《坛经》有三卷的说
法是错的，也没有能排除胡适的上述假说，因为周希古写的后叙表明此本《坛经》比较早出而更接近惠昕改定的二卷本原
本，不等于其后就不会有三卷本《坛经》的出现。当然，胡适的推论假设也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验证。   

现存的第三个《坛经》本子就是契嵩改编的本子。从宋吏部侍郎郎简为之所作的序中可以推知此本约成书于宋仁宗至和三
年（１０５６）。但序中称契嵩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而现存的契嵩本只有一卷十品，全称为《六祖大师法
宝坛经曹溪原本》，且是明代的本子。因此，中外学者也有不称其为契嵩本，而称其为“明藏本”或“曹溪原本”的。但
由于“明藏本”并非只有一种，明版大藏经本也有南藏本与北藏本的不同，因而以“明藏本”来指称《坛经》本子，实际
上容易造成混乱，例如胡适认为“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38]，而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中所说的“明藏本”却是指宗
宝本；同样，印顺法师和日本学者宇井伯寿等沿用“曹溪原本”[39]之称，这似也不是最佳，因为现在学术界正在讨论
《坛经》最早的“原本”或“祖本”等问题，而现存的契嵩改编本已基本可以肯定并不是《坛经》的“原本”。因此，为
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也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将因郭朋先生等的说法，仍称此本为契嵩本，尽管其可能已不是契嵩改
编本的原貌。[40]   

契嵩“勒成三卷”的《坛经》本子现虽已不存，但除了上述的“曹溪原本”之外，现还有一种“德异本”，正文与“曹溪
原本”一样，也是一卷十品，但附记略有不同。从德异为之所作的序来看，其刊行于元至元二十七年（１２９０），在日
本有经高丽传入的元延佑三年（１３１６）的刻本，故又称“延佑本”。德异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作于元至元二
十七年）中说：“惜乎《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德异幼年，尝见古本。自后遍求三十余载，近得通
上人寻到全文，遂刊于吴中休休禅庵。”据此则可知，在元至元年间，社会上流传着一种“为后人节略太多”的《坛经》
本子，是否就是惠昕嫌“古本文繁”而作的改编本，不能下断语，但有这种可能。而德异从通上人处得到的早年曾见到过
的“古本”，则有可能就是契嵩的改编本。德异在刊行古本时是否作过改动，现不能确知，若未作增删，则所谓的“德异
本”也就可能就是契嵩本。   

最后就是通行的元代的宗宝本，题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从内容上看，宗宝本与德异本一样，都属于契嵩改编本这个
系统。据宗宝的跋文，此本刊行于至元辛卯（１２９１），是取当时流行的三种不同的《坛经》本子校雠而成的，因见
“三本不同，互有得失”，遂“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印
顺法师曾认为，宗宝本主要是依据了德异本，其刊行的实际时间也要更晚一些[41]。由于德异本有可能是契嵩本的再刊
本，而宗宝本与德异本内容基本相同，通行的宗宝本前又都有德异的序，因而宗宝本所用的底本也就可能是契嵩本[42]。
宗宝本与现存的契嵩本（“曹溪原本”或“德异本”）一样，也是一卷十品，虽然品目不完全一样，但内容大致相同，只
是在内容的编排上略有改动。从比较中可以推论，宗宝所校雠的三个本子中可能也包括了惠昕本。[43]明清之际的王起隆
曾依据“曹溪原本”而对宗宝本大加攻击，认为它“窜易颠倒，增减删改，大背谬于原本”[44]。但在诸本《坛经》中，
宗宝的改编本仍然最为流行。   

民国时期普慧大藏经刊行会曾刊印了以上四种《坛经》本子的合编本，郭朋先生的《〈坛经〉对勘》即是以此为底本。笔
者日前在金陵刻经处看到他们正在重印《普慧藏》。   

二、略论有关《坛经》的若干争论问题   

本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45]，许多久已失传的包括《坛经》在内的一大批禅宗史料得以重见天日。自此以后，中外



学者对《坛经》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许多不同的看法，专著论文，多得不胜枚举，但“关于《坛经》的作者及其
年代，有各种传说和推论，中日学者考究很多，至今尚难定论”[46]  ，《坛经》的“繁简真伪之争，至今未得定论”[4
7]  ，故许多问题仍有待继续研究。郭朋先生的《坛经校释》序言中曾对中外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了概要的介绍，可以参考。
而本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学者张曼涛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坛经》讨论的重要论文编成了《六祖坛经研究论
集》一书，作为一百册《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的第一册加以出版，从而再现了《坛经》在学界曾引发的争论。日本学者田
中良昭１９９０年发表的《坛经典籍研究概史》一文则“以为数颇多的《坛经》研究，以及异本极多的《坛经》本身为中
心”，对本世纪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８８年间中外学者的《坛经》研究历史作了概观，并在附表“坛经典籍研究概史资料”
中列出了各国学者研究《坛经》的主要成果，颇便查考。但由于他认为“中、韩的研究成果，资料并不十分充足”，因
此，“除极重要必须的资料之外”，他乃是“主要以在日本的研究历史为经纬”。[48]  杨曾文编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
所附《〈坛经〉敦博本的学术价值探讨》一文，也对六十年来国际学术界的《坛经》研究作了简要的回顾，可以参考。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国内外学术界对《坛经》的研究依然有着很大的兴趣。１９９７年１月在澳门召开的“慧能与岭南文
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关于《坛经》的文本研究，仍然是会议讨论的三大内容之一。[49]  日本学者伊吹敦在１９９５年
发表的长篇论文《敦煌本〈坛经〉的形成》[50]，通过对各种资料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所谓的“原《坛经》”及其在流传
过程中经历了四次增广的观点，引起了新的争论。而国内八十年代重新发现的敦博本《坛经》后，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
３年以《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为题出版了杨曾文的整理本，１９９７年１２月，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周绍良先生编的《敦
煌写本坛经原本》，都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此外，《坛经》的校勘、导读乃至白话翻译等近年来也一直有新本不断
问世。不过，从总体上看，目前各种对《坛经》的校勘和整理，都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完善，因而对《坛经》的整理工
作还远未完成，对《坛经》的研究，更是任重而道远。   

从历史上看，日本学者最早对珍贵的敦煌文献进行了艰苦的搜集、整理和校勘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本世纪
三十年代，中国学者胡适通过对敦煌文献的搜集和研究则启发了人们对禅宗研究中一些传统的、似成定论的东西重新加以
审视。胡适的许多观点人们不一定赞同，但他的研究不但在中国学人中引发了讨论[51]，而且在海外，特别是在日本也产
生了较大的影响[52]，推动了有关《坛经》和禅宗研究的深入。围绕《坛经》中外学者曾有过许多比较激烈的争论，下面
我们就其中几个主要的问题略作述评。   

第一，《坛经》的作者究竟是谁？   

在历史上，《坛经》称《六祖坛经》，其作者为六祖惠能，这一向不是一个问题。但敦煌本《坛经》等禅宗史料被发现
后，胡适对此提出了质疑，从而引发了争论，并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１９７８年出版的日本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
的《慧能研究》一书中关于敦煌本《坛经》的作者问题就介绍了五种不同的看法：（１）胡适、久野芳隆认为《坛经》的
主要部分是神会所作；（２）矢吹庆辉、关口真大认为是神会或神会一派所作；（３）铃木大拙认为《坛经》原是惠能的
说法集，后人又附加了部分内容，宇井伯寿认为是神会一派作了这种附加；（４）柳田圣山认为《坛经》古本原是牛头禅
系的法海所编，后人又有修改；（５）中川孝认为《坛经》敦煌本是神会在法海所抄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而编成
的，后来曹溪山的南宗弟子又对此作了些改动。[53]  其中胡适的观点引起了最多的争论。   

胡适的主要论据是：其一，即前面提到的“竟成《坛经》传宗”的说法。其二，敦煌本《坛经》第４９节中有惠能言“吾
灭后二十余年，邪法撩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的记载，胡适认为这暗示了“神会
在滑台大云寺及洛阳荷泽寺定南宗宗旨的事”[54]，是《坛经》“是神会或神会一派所作的铁证”[55]。其三，“《坛经》
古本中无有怀让、行思事，而单独提出神会得道，‘余者不得’，这也是很明显的证据。”[56]其四，胡适认为：“《坛
经》中有许多部分和新发现的《神会语录》完全相同，这是最重要的证据。”[57]对于胡适的这一观点，学术界与佛教界
均有人出来著文加以驳正，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钱穆先生的《神会与坛经》和印顺法师的《神会与坛经──评胡适禅宗史的一
个重要问题》等，他们都对胡适提出的论据逐一作了否定，论证颇详，大致代表了人们现在的一般看法，可以参看，本文
不再赘言。[58] 我们对此的基本看法是，神会或神会门下曾对《坛经》作出过改动，并利用《坛经》来抬高本宗的地
位，但从现存敦煌本《坛经》来看，说它是神会或神会一系所作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第二，联系敦煌本与惠昕本所记传授次第的不同，如何看待敦煌本与惠昕本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所谓“文繁”的“古
本”问题？   

关于敦煌本与惠昕本的关系，中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把它们视为并列的两个系统，有的则认为惠昕本是对敦煌本的
发展，“惠昕使用的底本，可能就是这敦煌本”[59]  。我们认为，敦煌本与惠昕本既可能有同一底本，又形成了不同的系
统，同时，惠昕本在改编过程中，当也参考过敦煌本，从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交叉关系。让我们从两本所记的不同传授次
第来看这个问题。   

敦煌本《坛经》第五十五节记载了《坛经》初期的传授次第：“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 。道●

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授此法。”而惠昕本《坛经》所记则与此有异：“洎乎法海上座无
常，以此《坛经》付嘱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圆会。”[60]  其中志道也是法海的同学。这两处的记载虽
然有所不同，但从法海传至悟真，则是共同的。这就表明，惠昕本与敦煌本这两种本子有可能是从同一个底本发展而来。



从“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授此法”的记载来看[61]，这一底本当形成在惠能再传弟子悟真活着的时候，时间
是比较早的。我们可以假设它就是惠能死后三、五十年内所流传的《坛经》原本。那么，对两种传授记载的差异如何解释
呢？   

胡适在《坛经考之二》一文中认为：“这也许是因为惠昕本的《坛经》传授世系也是惠昕妄改的。”[62]  这种说法似有武
断之嫌。印顺在《中国禅宗史》第六章中则认为，这可能说明“南方宗旨”对《坛经》的修改就是法海与悟真之间的志道
所为。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仍未解释两种记载何以会有差异，因为印顺是断定现存敦煌本承“南方宗旨”改
编本而来的，那为什么敦煌本中没有志道，而惠昕本中却有了呢？杨曾文在表列各种《坛经》本子的时候，曾将惠昕本与
敦煌本所依的本子并列于《坛经》祖本之后，即把敦煌本与惠昕本视为《坛经》祖本之后完全并列的两个系统，如下图所
示[63]  ：   

 

┌───惠昕本   

┌────┐  │  

┌──┤惠昕原本├──┤   

│  └────┘  │  

┌──────┐  │  （不存）  └───契嵩本   

│《坛经》祖本├──┤   

└──────┘  │  ┌───敦煌本   

  （不存）  │  ┌────┐  │   

└──┤敦煌原本├──┼───敦博本   

└────┘  │  

（不存）  └───西夏文本   
这种看法似也有问题。因为神会一系修订后“竟成《坛经》传宗”的敦煌本子中有关以《坛经》传宗的记载，几乎都为惠
昕本所沿袭，而这种记载却均不见于后来的契嵩本与宗宝本，因此，即使惠昕本主要地不是依据敦煌本，也应该是参考了
敦煌本的，这两种本子至少应该是交叉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我们认为，惠昕本所记《坛经》传承之所以与敦煌
本有异，很可能是因为惠昕参照另一个文繁的古本进行了修订，而那个古本与敦煌本则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但也不能排
斥敦煌本对这一古本的影响。   

据惠昕的《六祖坛经序》中说：“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64]  表示了对古本文繁的不满。然现存的惠昕本也
有一万四千字左右，比敦煌本多出了近两千字，它据以修改的文繁古本，想来字数当更多，这应该不会是敦煌本。[65]  惠
能以后，南宗逐渐盛行起来，其门徒中流传着惠能以及惠能与弟子的许多传说，并有人出来汇编成书，这都是可以理解
的。像《曹溪大师别传》、《历代法宝记》等，均属于这一类作品。文繁的古本当也就是汇集了各种传说的一个本子。据
此改编而成的惠昕本和契嵩本等与敦煌本的不同，主要是关于惠能的生平事迹和弟子的机缘，由此可以推知，这一文繁的
古本关于惠能大梵寺说法的基本内容，变化并不大，甚至也可以推测，此古本在形成过程中也可能参考了敦煌本，它是一
个内容十分丰富而又庞杂的本子。后来惠昕本中的“风幡之动”等记载，当皆取之于此。郎简为契嵩本写的序中也说到了
为俗所增损的《坛经》本子“文字鄙俚繁杂”，这证明了文繁之古本的存在。如果说，这个文繁的本子为惠能的另一个弟
子志道门下所编，那么，以志道、彼岸等人取代道 ，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从据以改编的惠昕本、契嵩本分别增加了“志
道传承”与“志道机缘”、惠昕本中还增加了与志道主张相近的见闻觉知即是佛性的思想等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
的。当然，要确认这种可能性，还有待于将来新资料的发现来进一步验证。但从惠昕本与敦煌本内容上的差异来看，惠昕



改编本在参考敦煌本的同时，还依据了另外一个文繁的古本，这一点在现在似乎是可以肯定的。文繁古本的存在，反映了
惠能以后，弟子们不断“结集”师说，充实《坛经》的事实，而充实的内容，虽有不少传说的东西，却并不能完全归入伪
造之列。   

第三，在敦煌本之前是否有一《坛经》原本或祖本存在？   

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中外学者的分歧也很大。有的学者否定敦煌本之前还有更古的本子存在，认为敦煌本就是最古的本
子。例如日本学者宇井伯寿在《禅宗史研究·坛经考》中曾认为，“敦煌本《坛经》，为‘最古’本的《坛经》，它是其后
各本《坛经》的基础。”[66]周绍良先生最近也非常明确地提出，“敦煌本《坛经》……就是惠能原本，……是唯一的原
本”，是“最早原本”[67]  。   

与上述看法不同的是，许多学者认为敦煌本《坛经》是现存最早的本子，但已不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最古的本子，它在流传
过程中已经人修改过了。但对于修改的次数和内容等，则又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例如柳田圣山在１９６７年出版的《初期
禅宗史书的研究》一书中就提出，敦煌本《坛经》的形成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此之前当存在过一个古本《坛
经》，然后才发展到敦煌本《坛经》。[68]印顺法师也曾明确提出，《坛经》的原型可称为“曹溪原本”。“从《坛经》
原本到敦煌本，至少已有过二次重大的修补”[69]，“以现存的《坛经》本来说，敦煌本最古。但敦煌本已不是《坛经》
原型，而有过补充、修改”[70]。上文提到的日本学者伊吹敦在《敦煌本〈坛经〉的形成》一文中更是提出了从“原《坛
经》”至敦煌本《坛经》已经过了四次增广的观点，并从内容到文字和用语等不同的方面对此作了检讨和说明。杨曾文在
谈到《坛经》诸本的演变时也提出了“《坛经》祖本”，并在“《坛经》祖本”以后又分列出“敦煌原本”和“惠昕原
本”两个系统，以作为现存各本《坛经》的底本（见前图所示）。   

我们赞同上述第二种看法，即认为敦煌本是现存最古的本子，但不一定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最早的本子。综合各种资料看，
在敦煌本之前似还应该有更古的《坛经》本子。例如前面所曾提到的，从敦煌本和惠昕本的异同来看，这两种本子就可能
是从惠能以后三、五十年内所流传的同一个《坛经》原本发展而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学者对西夏文《坛经》的研
究。例如史金波先生通过对分藏于不同地方的西夏文《坛经》残页的译释，并对照汉文《坛经》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
“西夏文本《坛经》内容，接近法海所集唐中期古本（即指现存的敦煌本──引者按），而与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相去
较远。……西夏文本和法海本相近而不雷同，疑西夏译本所据汉文底本为现已失传的另一版本。”[71]这是否也为敦煌本
之前或之外另有一古本的存在提供了一个间接的证据呢？   

第四，关于契嵩本和契嵩本的来源问题。   

关于契嵩本与现存德异本及宗宝本等的关系，我们在前面谈契嵩本时已作了论述，这里再对学界关于契嵩本来源问题的不
同观点作些介绍，并表明我们的看法。   

宋代郎简所作的《六祖坛经序》在提到契嵩本《坛经》形成的机缘时曾说：“然六祖之说，余素敬之，患其为俗所增损，
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会沙门契嵩作《坛经赞》，因谓嵩师曰：若能正之，吾为出财模印，以广其传。更二载，嵩
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璨然皆六祖之言，不复谬妄，乃命工镂板，以集其胜事。”郭朋先生认为，这里所说的
文字鄙俚繁杂的《坛经》本，“很可能指的就是法海本《坛经》”。并认为，“在郎简怂恿下，契嵩花费了两年时间，对
《坛经》进行了更大的篡改，然后诡称他‘得’到了‘曹溪古本《坛经》，并把它提供给了郎简。”[72]  这就是说，所谓
契嵩本，其实可能就是契嵩对当时流传的敦煌本（或惠昕本）的改编，并不存在另外一个什么“曹溪古本”作为底本。胡
适先生在《坛经考之一》中也曾认为这个为俗所增损的文字鄙俚繁杂的本子就是敦煌本，并认为契嵩所得的所谓“曹溪古
本”，就是《曹溪大师别传》。后来惠昕本在日本被发现以后，胡适在《坛经考之二》中修正了自己原先的观点，认为
“文字鄙俚繁杂”、“为俗所增损”的本子“也许就是惠昕的二卷十一门”。并认为，在１０３１年至１１５１年之间，
二卷十一门的惠昕本可能已被人改换成三卷十六门，而这个改编者可能就是契嵩，因此，所谓“三卷十六门的惠昕本”，
可能就是契嵩的改编本。也就是说，胡适认为契嵩本是契嵩依《曹溪大师别传》而对惠昕本进行校改的结果。   

我们认为，现存的契嵩改编本一卷就有两万余字，若有契嵩“校之，勒成三卷”的本子，字数想来应当更多，它不仅大大
超过了敦煌本，也多出了惠昕本不少，契嵩当年所依据的“文字鄙俚繁杂”的“俗所增损”本似不大可能是比现存契嵩本
字数还要少的敦煌本或惠昕本，而很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惠昕据之改编的文繁古本。至于契嵩所得到的“曹溪古本”，则
如胡适所说的，可能就是约六千二百字的《曹溪大师别传》。这样，所谓的契嵩本，就可能是依《曹溪大师别传》而对
“文繁古本”进行校改的结果。在谈到《曹溪大师别传》对契嵩改编本的影响时，楼宇烈先生曾提出，“细考契嵩所增加
和订正的内容，其主要部分都来自《曹溪大师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契嵩本是惠昕本（或敦煌本）与《曹
溪大师传》的合编本”[73]  。借用此表述，我们也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契嵩本可能是文繁的古本与《曹溪大师别传》
的合编本。不过，从现存的契嵩本来看，契嵩改编《坛经》时，在参考《曹溪大师别传》的同时，很可能还参考了《历代
法宝记》等其他一些流传的资料。   

另外，前面提到，根据德异《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中“惜乎《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德异幼年，



尝见古本。自后遍求三十余载，近得通上人寻到全文，遂刊于吴中休休禅庵”的说法，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
种“为后人节略太多”的《坛经》本子，这个本子可能是惠昕改编本，而德异从通上人处得到的早年曾见到过的未被节略
太多的“古本”，则可能就是契嵩的改编本。那么，现在结合契嵩本的来源，我们是否可以对《坛经》的流变再作如下推
论呢？即：   

  文繁古本（字数不详）──（节略太多的）惠昕改编本（一万四千字）──契嵩本（超过二万字，也许更多）   

三、《坛经》与惠能南宗   

虽然有关《坛经》的各种观点现在并不能完全统一，但《坛经》是由惠能弟子记录整理而成，后虽经多次修改补充，仍基
本代表着惠能思想，这却是大致可以确定的。现存的各本《坛经》确实存在着时间越后内容越多的情况：敦煌本约一万二
千字，惠昕本约一万四千字，而契嵩本和宗宝本则都超过了二万字。这反映了《坛经》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修订补充的事
实。但我们认为，不能把后来增加补充的东西都视为是窜改或伪造，而应该联系实际情况作具体的分析。任继愈先生在肯
定敦煌本《坛经》史料价值的同时曾指出：“要考虑到，此后的其它版本，成书虽迟，其中包含的思想却可以很早。”[7
4]我们认为这是对的。不能简单地以本子的先后来判断真伪，不能认为晚出的本子所记载的东西就一定不如先出的本子真
实。   

举例来说，较早出的敦煌本与惠昕本都有神会将于惠能死后二十年出来定南宗是非的悬记，而较后出的契嵩本与宗宝本则
均改为惠能灭度后七十年有二位菩萨东来“建立吾宗”。这种不同的记载只反映了惠能门下传宗的情况，而很难从《坛
经》本子的先后上去区别它们的真伪。再如，惠能在广州法性寺会见印宗法师，并说出了“仁者心动”的惊人之语，这虽
不见之于敦煌本《坛经》而见之于以后的《坛经》诸本，但它却是先于现存敦煌本《坛经》的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7
5]或《历代法宝记》中就已有的记载，这显然也不能仅以《坛经》各本的先后来判其真实与虚假。   

当然，我们更不能因为现存敦煌本《坛经》经神会或神会弟子整理补充过而认为它一定出自神会一系，因为事实上其中的
许多记载与神会门下的传说并不很一致，而这种不一致有时却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早期禅宗史料的多元性和《坛经》
流变的复杂性，并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把握惠能以及神会等人的思想。例如上述王维的《碑铭》乃是应神会之请而作，其
中有印宗法师在南海讲《涅般经》并与惠能论经中大义的一段文字，而敦煌本《坛经》却丝毫没有提及，且敦煌本《坛
经》更多地突出了《金刚经》的般若思想。这是否表明神会对惠能兼融中道般若和涅般佛性的思想，在继承发挥时有所偏
重呢？再看有关神会见惠能的一段记载。敦煌本《坛经》说，惠能在与神会问答之间批评神会道：“汝自性且不见，敢来
弄人。”于是，“神会礼拜，更不敢言。”[76]  此后，惠能便为神会说了一通自心迷悟的道理。而与敦煌本《坛经》差不
多同时的《曹溪大师别传》中却说惠能在与神会问答之间便对神会特别器重，至夜，神会又以“佛性无受”之说而深得惠
能赞赏，被认为“如智证得真正受三昧”，并因此而密受付嘱。两相对照，显然《别传》的记载更倾向于神会。但与此同
时，《别传》的悬记却又另指他人而不提神会，敦煌本《坛经》则不但突出了《金刚经》而与神会的说法相近，并且还添
加了神会将不惜身命为南宗争正统的悬记。可见，现存的早期禅宗资料之形成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各种版本的《坛经》之
间并不一定就是直线性的联系，很可能有交叉或并存的关系。了解这种复杂的关系对于研究惠能和南宗思想的发展显然都
是非常有意义的。   

综合以上所说，并结合前面对《坛经》形成与流变的论述，我们试以如下图式来表示我们对《坛经》各本之间相互关系的
基本看法：   

┌───────┐  

┌┤“南方宗旨”本├敦煌本……………   

│└───────┘(约780)   

┌──────┐│   (约775前)           

│《坛经》原本├┤   



└──────┘│  

(约713～760)  │  ┌─────┐   

└─────────┤文繁的古本├─惠昕本……………………………   

└─────┘  (967)  

(约801～850)   

┌─德异本──┐   

│  (1290)  │  

                           契嵩本─┤  ├─宗宝本   

(1056)  │  │  (1291)[注]   

   └─曹溪原本─┘   

《曹溪大师别传》   

                      (781)   

[注]  实际的时间可能要稍晚一些。   

在上图中，带方框者表示现今不存，实线表示用作底本或比较直接的联系，虚线则表示作为参考或某种可能的联系。   

需要说明的是，图表所示的各本《坛经》之间的关系，有的还只是一种推测，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新材料的证实。我
们这里只是想借此表明：《坛经》在实际流传过程中，由于时间与空间的复杂性，其各种版本之形成，情况也是复杂的，
现存各本《坛经》之间并不一定仅是直线关系，晚出的版本所增加的内容，既有可能是后人伪造的，也有可能是来源于较
早的传说或记载，因而宜区别对待。我们认为，各种本子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修改、增删，这是事实；不同的记载从不同
的方面反映了禅宗的发展，这也是事实。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坛经》随着惠能南宗的发展而发生的演
变，反过来也可以从《坛经》的演变中来了解惠能思想的影响及南宗发展的有关情况。各种不同的《坛经》本子的相同记
载固然为我们提供了惠能南宗的基本思想，而各种不同的记载有时也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惠能南宗的思想，为我们全面把
握惠能南宗的思想提供了可作参考的资料。因此，对不同版本的《坛经》内容，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在
分析惠能思想时，以早出的敦煌本《坛经》为主要依据，同时也参考其它各本，这样做是比较恰当的，也是必要的。当
然，对惠能及惠能南宗的研究也不能仅局限于《坛经》，其它许多相关的资料和碑铭石刻等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重要的
研究参考资料。   

从历史上看，《坛经》是惠能南宗的理论旗帜。惠能去世后，其弟子到各地去传播南宗禅法。由于不同的社会生活环境与
文化背景等多种原因，惠能南宗很快就形成了神会系、南岳系和青原系等不同的禅系。晚唐至五代，惠能南宗经南岳系和
青原系更进一步递嬗演变分化出五家七宗，宋代时，临济宗中又分出黄龙、杨岐二派。五家七宗遍布大江南北，在全国形
成巨大规模。虽然各禅系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禅风和传法谱系，但他们以《坛经》为传法的主
要依据则是基本一致的。正如元代僧人德异所说：“一门深入，五派同源，历遍炉锤，规模广大，原其五家纲要，尽出
《坛经》”[77]。因此，言简意赅地表达了惠能思想和禅法特色的《坛经》，不但是我们研究惠能思想的主要依据，也是
我们了解整个南宗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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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敦煌本《坛经》第四十八节所载的“真假动静偈”中就有“无情无佛种”句。   

[19]  《神会语录》第４５节。   

[20]  见《神会语录》第４１节和第４５节等。   

[21]  [22]  [26]  [27]  [76]  见敦煌本《坛经》第１７节，第２０节，第４７节，第３８节，第４４节。   

[23]  印顺法师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敦煌本──‘坛经传宗’本，是在‘南方宗旨’本上，增补一些传承依约而成
的”（《中国禅宗史》，第２６４页）。   

  [24]  载《全唐文》卷七一五。   

[25]  [55]  [56]  [57]  《荷泽大师神会传》，《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９２页，第９１页，第９２页。   

[28]  《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   

[29]  见《历代法宝记》。   

[30]  即使《坛经》所记与神会所说相合，也不能据此就断定是神会伪造了《坛经》而不是神会在宣扬师说。   

[31]  见其为参加１９９７年在澳门召开的“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而递交的论文《敦煌本〈坛经〉是否为传授
本》，载学术研究杂志社编辑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六祖慧能思想研究》。   

  [32]  郭朋先生据《郡斋读书志》等称此本《坛经》为“唐僧惠昕撰”的有关记载，认为惠昕“当为唐人”（《中国佛
教思想史》中卷，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０６页），故认为“惠昕本在晚唐”（《坛经校释·序言》）。但现在一般大都是依
日本学者铃木大拙提出、而由胡适考定的说法，认为此本约改编于９６７年，为宋初的本子。   

[33]  [35]  [36]  [38]  [62]  《〈坛经〉考之二》，载《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２７页，第２５页，第２６－２７
页，第３１页，第３４页。   

[34]  此三本与兴圣寺本相比，内容大同，但略有小异，例如缺少惠能在大庚岭对惠明说“不思善，不思恶”、在法性寺说
风幡之动及惠能死后“诏追谥曰大鉴禅师，事具刘禹锡碑”等，请参见《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１９１页和２８９页。   

[39]  请参见宇井伯寿的《禅宗史研究》和印顺的《中国禅宗史》等。   

[40]  杨曾文曾推测此“很可能就是契嵩本”（《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２９３页）。   

[42]  请参阅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２９６页。   

[43]  例如惠昕本第十一门“教示十僧传法门”的内容，在契嵩本中分为第九“法门对示品”和第十“付嘱流通品”两品，



但在宗宝本中又合为第十“付嘱品”一品。   

[44]  见《坛经校释》所附《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   

[45]  关于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原因，学术界多主“避难说”，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了新解──“废弃说”，请参阅方广昌文
《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载《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１年第５期。   

[47]  周绍良《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序》。   

[49]  有关会议的研讨情况，可参阅《“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载《学术研究》（广州）１９９７年第
３期。   

[50]  载《论丛：ァジァの文化と思想》（《论丛：亚洲文化与思想》）第４号，ァジァの文化と思想の会，１９９５年１２
月。   

  [51]  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１００册）中有《六祖坛经研究论集》、《禅学论文集》（一、二）、
《禅宗史实考辨》和《禅宗思想与历史》等五个分册，搜集、汇编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并相对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学
者本世纪七十年代前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请参阅。   

[52]  胡适最初发表《神会和尚遗集》等禅宗研究新成果时，在国内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相反却受到了海外学者的关
注，有人专门远道来访，对此胡适在１９３４年还曾有过抱怨。江灿腾的《胡适禅学研究在中国学界的冲突与诤辩》一文
（载《现代中国佛教史新论》，台湾净心文教基金会１９９４年版）对此有专门的分析与评说，可以参考。   

[53]  转引自杨曾文编著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１９６～１９７页。   

[54]  《坛经考之一》，《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１７页。   

[58]  文载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１册《六祖坛经研究论集》第８１页～１０８页和第１０９页～１４１
页。另请参阅印顺著《中国禅宗史》第六章。   

[59]  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第１９０页。   

[60]  请参见《〈坛经〉对勘》第１６６页。   

[61]  日本学者伊吹敦认为这一记载是不真实的，是神会一派为提高《坛经》的价值而伪造的。见其论文《敦煌本〈坛经〉
是否为传授本》。   

[63]  请参见《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并见于《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第１０４页，或《敦煌新本六祖坛
经》第２９７页。   

[64]  见《坛经校释》附录。   

[65]  周绍良先生则认为，“古本文繁”就是宋郎简《六祖法宝记叙》中所说的“文字鄙俚繁杂”，“并不是指字数或情节
多寡的问题”（《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第１９０页）。   

[66]  郭朋《坛经校释》序言，第１６页。   



[67]  《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第１８０页，第１９０页。周先生还试图从方言、俗语、历史背景等方面来对此加以考定，但
读后给人的感觉是，他实际上考定的只是敦煌本为现存各种流通本的“原本”，而并未能确证它就是历史上最古的惠能原
本，除外“再没有其他原本”（同书，第１８０页）。   

[68]  请参见杨曾文校写《新敦煌本六祖坛经》第１９３页。   

[69]  《中国禅宗史》第２７２页。“二次重大的修补”当指“至少已经过‘南方宗旨”、‘坛经传宗’的改补”（同书，
第２６６页）。   

[70]  《中国禅宗史》第２４７页。   

[71]  《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载《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72]  《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卷）第４０７页。这里说的法海本，即指现存的敦煌本。   

[73]  楼宇烈的《敦煌本〈坛经〉、〈曹溪大师传〉以及初期禅宗思想》，载《隋唐佛教研究论文集》，三秦出版社１９９
０年版，第８５页。   

[74]  任继愈：《敦煌坛经写本序》。   

[75]  胡适曾推想敦煌本《坛经》的祖本约成于天宝四年（７４５），而王维的《碑铭》约作于天宝十二年（７５３），因
而认为王维的《碑铭》作于《坛经》已写成之后，所以敦煌本《坛经》不曾提到王维的碑文（请参见《坛经考之
二》）。   

[77]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见《坛经校释》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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